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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老师您好！请您谈一谈

从本科到博士阶段的求学经历，特别是

在这个过程中，哪些老先生对您治学有

深刻的影响？

研精致思，砥身砺行
——王承略教授访谈录

◎ 王志远  肖吟  钱永棒

王承略：1983年我考本科的时候，父母不知道

我们在考大学，志愿也是自己报，当然老师会提一

些建议。那个时候学术并不繁荣，可读的书很少，

我又从小喜欢读书，就想找个读书的地方，所以我

就报了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到了武汉大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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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武汉大学的图书馆确实藏书多。我当年在校的时候，学校的

图书馆就有十几层。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在那时就是全国第一，

到今天还是全国第一，是双一流学科。本科期间，我主要就是泡在

图书馆里。1985年我写了一首诗叫《图书馆门前的灯》，在这首诗

中，我发出了“提倡阅读”的倡议，这主要是因为我对图书馆很有

感情，觉得很多同学不去图书馆读书非常可惜。另外，所有讲座我

一次不落，我觉得听讲座特别有收获。不像现在，讲座多了，同学

们还需要挑着听，我读书时候没有这么多讲座。

读本科的时候，有两位老师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一位是乔好

勤老师，《中国目录学史》的作者；另一位是曹之老师，《中国古

籍版本学》的作者。这两位老师在目录版本学方面对我的影响是最

大的，直到现在，目录版本学仍是我学术研究中很重要的方向，这

与两位老师对我的引导有关。曹之老师的古籍整理概论课很有趣，

我的版本目录学的根基就是在跟着曹老师读书时打下的。曹之老师

让我们背诵《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四十四个大类、六十七个小

类，要按照顺序背下来，这使我们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此外还有两门课，对我的学术道路有很大帮助。一是詹德优

老师的中文工具书使用法课，他教会我们使用类书、政书、各种年

表等。这些知识对文科生来说应该是普及性的，但是现在有些博士

生甚至老师都不会用四角号码，这是目前我们教学过程中缺失的部

分。比如说，你要查《辞源》，你得会四角号码，你要查《康熙字

典》，你也得会四角号码。后来我们跟着王绍曾先生编书的时候必

须用四角号码去查找，《中国丛书综录》也是用四角号码编的，如

果不会四角号码，还得用拼音转到四角号码，很浪费时间。中文工

具书使用法课实际上应该继续讲，给本科生讲，非常有必要。二是

李敬一老师的古代文学课，现在我偏向文学就是受李老师启发的。

我当时写了一篇报告叫《我们喜欢这样的老师》，李老师平易近

人，讲课生动丰富，引起了我对古代文学的兴趣，课余时间阅读了

大量古代文学的书，抄写了《楚辞》《沧浪诗话》《人间词话》，

这样记忆更深刻，还跟同学比赛背了很多唐诗宋词，我古代文学的

功夫就是那时候打下的。

后来在乔好勤老师的建议下，我报考了山东大学古文献学家王

绍曾老师的硕士研究生。当年王先生已经七十七岁了，这是他第一

次招生，给了他四个名额，最后只录取了我一个人，所以我就成了

王先生第一名也是最后一名硕士研究生。跟着王先生上课，因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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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一个人，所以和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同，一般上课

时先生会提十几个问题，课后我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下一次上课王先生就先给我讲这十几个问题，我们讨

论，讨论完以后再布置十几个问题，这样循环往复。

王先生这样给我讲了整整一年，我当时的读书笔记做

了有七八本，跟着王先生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收获非

常大，打下了很好的古典文献学的根基。

记者：《李焘学行诗文辑考》是王绍曾先生让

您做的吗？

王承略：是的。1988年、1989年，我们在讨论

《文献通考·经籍考》的时候说，辑录体的提要非

常有用，里面有很多原始材料。王欣夫的《文献学

讲义》里提到《文献通考·经籍考》里有李焘的

三十多篇序跋，我们认为对李焘资料的搜集很有意

义，但当时没有任何检索工具，于是我就天天在图

书馆里翻书，翻出很多他的诗文，最后出了本二十

多万字的书——《李焘学行诗文辑考》。后来与

《全宋文》中李焘部分的目录比对，我把多收集的

四篇提供给曾枣庄先生了。

记者：文史学家黄永年先生对您的《李焘学行

诗文辑考》评价很高，您认为对于治学入门来说，

以知名人物作为研究对象是不是更有益？

王承略：一开始治学的时候，从哪里入手是一

个很让人困扰的问题。如果从专题入手的话太大，

学术基础还没打好，从专书、专人入手比较好操

作，专人研究就是研究某个学者或者有名的人物。

我研究李焘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研究他的年谱，

这个以前也有著名的学者做过，但是我手头的材料

比他们多，所以可以重新做。二是他的著述考，李

焘的著述非常多，有六十多种，要一种一种地来考

辨。三是他的诗文辑存。这三个方面都便于操作，

只要肯下功夫，好好翻资料，认真分析，就能做出

有价值的东西来。但是这里面产生了史学的评价，

你必须得逼着自己往史学领域拓展，逼着自己补充

一些史学的知识。尤其是编年体史书和《资治通

鉴》的关系，因为李焘著有《续资治通鉴长编》，

还有宋朝政治与学术的背景等。这样通过研究这一

个人，带动你对一个专题甚至是一代学术的了解，

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让你一开始就研究宋朝的史

学，那肯定研究不好，那得需要很大的知识储备，

对一个研究生来说是很困难的。但是从下往上做是

可行的，像我对汉代、宋代、清代的学术都很感兴

趣，其中对宋代学术的了解就和做李焘的研究有关

系。因为研究宋代的学者，就要了解宋代的学术源

流，那你才能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把这个小领域研究

好。

记者：您作为目录版本学方面的专家，能谈谈

您对于目录学和学术史关系的看法吗？

王承略：我为古典目录学下的定义就是，以书

目的形式反映学术发展源流的一门学问。学术史，

当然就是学术发展的历史，以学者和著述为标志，

通过学者的著作来反映学术史。古典目录是著录典

籍的。古典目录在著录典籍的时候，有一定的编排

体例、编排目的，所有的体例都指向了一点——反

映学术发展的过程，比如前后源流、发展线索。所

以古典目录学用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之学。古典目录学所有的目的、宗旨，

通通都是从这里出发，就是辨明白、考清楚学术发

展的源流，那么这就是一部学术史，这就是学术史

的内容，这也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途径。学术史当

然是有其他研究途径的，但目录学绝对是一个好的

途径。我们的目录学，通过大小序，通过提要，通

过分类编排，来反映学术发展源流，这是一个绝

佳的途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途径，比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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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那也是研究学术史的一个途径。还有

一种体例是研究传承，比如万斯同写的《儒林宗派》，里面就记录了

谁传谁，这也是研究学术史。总之研究学术史有好多个途径，但是可

以说，目录学是一个捷径。我有时候和同学们说，你们要是研究某一

学术领域的话，很简单，首先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里列举了相关

领域的哪些书，因为它每个类目下列举的书并不多，有的三种五种，

有的十种八种。然后看《四库全书总目》里相关类里著录了哪些，收

录了哪些，提要是怎么说的，你马上就可以入门。这种方式入门特别

快。所以通过目录学来研究学术史，是个好的途径。当然，还得下功

夫，研究学术史要读原典，进行比较研究。通过目录学可以首先建立

起一个框架，先有一个大的框架，这时候再做某一点的研究，就可以

呼应起来。

记者：您曾经跟王绍曾先生整理过“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

勘记，您现在对《后汉书》的研究是不是受当时经历的影响很大？

王承略：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研究《后汉书》的直接原因是《两

汉全书》。1995年我还没读博士的时候，高校古委会（全国高等院校

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组织了“七全一海”系列（“七全”指

《全宋文》《全宋诗》《全元文》《全明戏曲》《全明文》《全明

诗》《全粤诗》七部断代诗文总集，“一海”指《清文海》）的整

理。当时山大古籍所讨论是否报项目，当时我的建议是报《两汉全

书》。山大古籍所以先秦两汉文献研究为特色，先秦诸子学界研究较

多，两汉研究较为薄弱，但是两汉非常重要。正如大家所知，清学是

汉学的复古，汉代的文献需要一个总汇。古籍所就展开了论证，最终

同意申报《两汉全书》，董先生让我做《两汉全书》的目录。用一个

半月的时间，我做出了《两汉全书》的目录，包括两汉学者，两汉的

书，书的版本情况、流传情况、辑佚情况。之后启动了这个大项目，

直到2009年《两汉全书》才出版，经历了整整十四年。在做《两汉全

书》的过程中，一方面出于对《后汉书》的研究兴趣，另一方面认识

到《后汉书》的研究十分薄弱，研究的名家只有十来家而已，这跟

《史记》《汉书》的研究相比，不成比例，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加强这

方面的研究，当时就制定了《后汉书》的研究计划，实际上《后汉

书》研究可以说是《两汉全书》的后续研究。还有一个原因是凤凰

出版社约我做《后汉书》新注。但是大家知道2009年《两汉全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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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2010年《子海》项目就启动了。我从2006年做

到2010年，四年时间内把《后汉书》注完成了将近

一半。因为时间冲突，而且《子海》项目也是和凤

凰出版社合作，所以就把《后汉书》注搁置了。

当然“百衲本”《二十四史》是一个基础，

是20世纪90年代跟着王老先生做的。当时《百衲本

二十四史校勘记》中的《汉书校勘记》是我和王

老先生整理的，《后汉书校勘记》是刘心明老师

和王先生整理的。通过这次整理，我对于中华书局

整理本的一些情况和《二十四史》的版本流传情

况有了比较好的了解。我们发现张元济“百衲本”

《二十四史》，用武英殿本来改字的问题，那么又

产生了对“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评价的问题。

王老先生有篇专门的文章，阐述这是张元济校改的

一个新的版本，是独立成一个版本系统的。王老先

生这个判断我很同意。

由于《后汉书》及相关文献体量很大，文本

有八十万字，再加上注释、王先谦的集解等，有

二百六十多万字，需要沉下心慢慢地做。目前对于

《后汉书》的研究，我有新注的计划，有《后汉

书集解》补正的计划，有李贤注清理的计划，还

有八个宋本汇校的计划，研究计划有很多。得益于

“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我发现有日本的刻本和朝

鲜的刻本，年代也比较早，甚至他们还掌握了一些

写本。2005年，一位日本学者还专门赠送给我一些

《后汉书》的抄本资料。在掌握这些资料之后，可

以做成汇校，作为“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的成果。

记者：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全球汉籍合璧工

程”的情况吗？

王承略：“合璧工程”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文

化工程，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工程。山大是责

任主体方，广泛地协调海内外的学术力量，共同

办好这个事情，责任大、任务多。第一，是把流

传到海外而中国大陆缺藏的中国典籍的品种和版

本复制回来，这样就对中国的古籍有一个很好的

补充。中国大陆已有的古书，加上海外有而大陆

没有的品种和版本，那么中国古书的家底儿就可

以了解。如果没有海外的部分，仅大陆所存的是

不够全面的。国内做古籍普查，海外我们也是

普查，也是编目。我们有个词叫“完善存藏体

系”，所谓完善就是清理它、了解它、建设它、

合成它，使这个体系更加完整。只有了解了这个

体系，才能更好地利用。第二，是整理，海外的

重要的书，只影印回来是不够的，还要把它整理

成比较通行的、易读的版本。影印本的受众面是

有一定限度的，没有标明句读的版本，很多人读

不懂，所以要想广泛流传，必须整理。古籍整理

的目的和意义也就是让它传播——传播得更快，

传播面更广，利用的时候也更方便，实际上古籍

整理是非常有助于学术研究和学术普及的。在我

心目当中，“汉籍合璧”当然要整理具有文献价

值和学术价值的书。为了更好地配合调查和编目

工作，需要对海外汉籍做研究，尤其是海外汉籍

流布的研究，也要研究海外汉籍对国外汉学的影

响和二者的互动关系，还要能阐释一部分汉学的

研究。整个“汉籍合璧工程”就是这么一个框

架，这个框架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来实

现。“汉籍合璧”工程第一期是十年，我们初步

认为如果想要完成得比较好的话，需要二十年。

第一期就是先干十年，尽量能够在前十年完成百

分之六七十的工作，先去大的图书馆把能做的都

先做了。第二期，会涉及一些小的和看书比较困

难的图书馆，所以第二期会稍微慢一些。其中还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数据库的建立，把收

集来的资料纳入数据库，包括国外汉学研究的资

料都要纳入数据库。在山东大学的历史上，这样

规模的项目并不多，所以这对山东大学的学术发

展和文科发展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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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018年10月13日，您参加了在高密举办的“郑玄经

学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早年还出版过一本专著《郑

玄与今古文经学》，能谈谈您对郑玄的研究吗？能跟我们介绍

一下郑玄研究的趋势和焦点吗？

王承略：因为我对先秦两汉研究感兴趣，而两汉是经学盛

行的年代，所以对郑玄是回避不了的，包括以前做两汉的一些

论文，尤其是做博士论文，都要重点关注郑玄。汉代经学史有

三个人最重要，一个是董仲舒，一个是刘歆，还有一个就是郑

玄。他们这三个人很有意思，一个在汉初，一个在两汉之交，

一个在汉末。汉初的董仲舒是今文经学的开创者，两汉之交的

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开创者，汉末的郑玄是今古文经学合流的综

合者——汉代的今古文经学在郑玄这里找到了一个融合的归

宿。这三个人使两汉经学发展的脉络很清晰，所以这三个人都

值得研究。特别是郑玄使今古文经学合流，代表了两汉学术发

展的规律。对于郑玄的评价，从清代来看，就是重点评价他符

合学术规律，融合今古文，使得今文、古文之争有了一个良好

的归宿，这是对郑玄的正面评价，使得大家都比较尊崇他。但

是后人也有对他的负面评价，说他扰乱了家法、师法。总的来

说，对郑玄的评价是正面的。我写的《郑玄与今古文经学》，

是一个基础性的研究。

这一次去开会，印象最深的有两种力量，一个是青年学

者，尤其是博士、讲师、副教授，也就是三四十岁，实际上学

问做得很好，很精深的。我跟叶国良先生谈起来，叶先生用一

个词来概括，就是后生可畏，让我们看到了学术发展的希望。

第二个给人印象很深的就是，韩国的一些学者来了，也很年

轻，五六个人，研究得也很深。他们有的用中文讲，有的用韩

文讲，有的用英文讲，但是能表现出他们研究的深入，我对他

们评价很高。后来我做学术总结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了这两种

力量让人印象特别深。

对郑玄的研究，现在看来还是传承了经学研究的方法，但

是缺少深化。经学的研究实际上什么时候都不过时，而且经学

体系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可随意放弃，也不可

轻易地否定，如果否定了，就相当于把经学在历史上发挥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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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作用忽视了，实际上是不对的。所以我总结的时

候也强调说，对经学的研究永不过时，而且还需要

强化经学的研究。当然我们还要有所突破，不能一

直使用传统的方法。突破主要是新方法和新材料。

对新方法而言，这一次开会就有好几篇采用了文本

学研究的方法。文本学是现在研究的一个前沿，是

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举办的讲座也有很多

专家来谈关于文本学的研究，我觉得那几篇研究都

做得挺好。还有学者从哲理的方向来研究郑玄，不

光把他看成是一个经学家或者古典文献学家，还关

注郑玄的哲学思想。用哲学思想来看郑玄，就有种

高屋建瓴的感觉，这种研究方法就比较新了。新材

料，毫无疑问，现在是两种材料，一种是地下出土

文献，即是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利用地下

出土文献，第二种就是我们提到的海外汉籍。现在

韩国学者就利用藏在日本而大陆没有的关于郑玄的

一些材料写了一些文章，这就属于利用海外汉籍。

我们以后也会从新方法和新材料方面来关注郑玄的

研究。当然，对于郑玄的研究和正面的评价，还有

关于郑玄影响的研究，需要留意他和宋学、清学之

间的关系，这些都需要特别细致地讨论。

记者：能再谈谈您《诗经》学方面的研究吗？

王承略：我经常和同学们说，研究领域是怎么

得来的？有时候就是随缘得来的，有时候就是喜欢这

个研究方向。我《诗经》学的研究有一个契机。董治

安先生当时是中国诗经学会的副会长，夏传才先生是

会长，他们两位要合作编一部《诗经要籍集成》。当

时我参加工作时间并不长，董先生就跟我说：“你来

干这个活儿吧，你不是懂目录吗，那你来编个目录

吧。”我说：“这个活儿行啊，我愿意干。”后来我

编了一个四百来种的目录，董先生和夏先生从中选了

一百二十几种，因为1992年的时候那些大型古籍影印

丛书没有出版，图书馆那时候也没怎么开放，所以实

际上能读到古书不容易。当时编这个书的目的，是诗

经学会刚成立不久，为了让大家能读到书。因为读到

这些文献才能研究，才能更好地促进《诗经》研究的

发展。编的时候当然很不容易，后来出版的时候也很

艰难，到了2000年这本书才出版，实际上出版的时间

已经算很晚了。但是从此以后我就研究《诗经》了，

就这么走上这条路了。研究《诗经》，从编目开始，

都得一书一书、一篇一篇地读。我当时阅读《诗经》

的时候，每读一篇就写一张卡片，一共写了三百多张

卡片，随身携带，什么时候想学就什么时候抽出一张

来看一下，尽量背诵，我最多的时候也能背上二百多

首，这样随时学就是了。时间长了，日积月累，每天

看上两张，也就三百来张，实际上很快也就看完了，

这就是我学习的办法。

但是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当时的一个困惑就

是，按照《风》《雅》《颂》的顺序读，或者像我这样

随时随篇地读，不太容易整体上把握住《诗经》的主题

到底有哪些，都是零散的。所以后来我给同学们上课的

时候，就避免我走过的这样一个弯路，按照主题来集中

展示《诗经》到底有哪些内容，按照主题打乱它的顺

序，实际上一共有十几个主题，这样反而能够比较容易

把握《诗经》的内容。因为《诗经》是西周礼乐文明的

产物，全面反映了西周社会，所以把《诗经》当成西周

的历史读是没有问题的。把它当成礼乐文明，或是文化

的经典来读没问题，把它当成文献来读都没问题。但是

《诗经》涉及面特别广，所以了解《诗经》的内容是最

重要的。这样，给同学们上课的时候，让同学们可以最

快最容易地了解《诗经》的内容，就是用专题的研究方

法。后来我看有些专家也有这样的观点，我想可能跟我

读书的体会都差不多。

之后，我一直想做一部《历代诗经著述考》，从先

秦到汉代，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我的弟子李才朝协助我

做了清代部分，他也由此受到启发，做了清代《诗经》

研究的博士论文。现在，这些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

因为我们关于《诗经》已经做了这些基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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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之名”，实际上，我们想想，中国古代的动植物

之学并不发达，没有专门的学者来研究动植物之

学。关于这个研究，有两本书很重要，一是《尔

雅》，一是《诗经》。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动植物之

学，实际上主要是通过这两本书来展开的。在中国

古代动植物之学的研究成果上，《诗经》承担了

重要角色。动植物之学的研究与本草研究有直接

关联，这也就是和中医研究直接相关联。可以说，

《诗经》的动植物研究除了对经学研究与文学研究

影响深远，还对中医研究发挥了关联和推动作用，

这实际是很重要的。那么，诗人为什么写这么多动

物和植物？除了写实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比兴，

用来作为比兴的一种方式。比兴是一种创作方法，

也是一种表现方法。诗人采用比兴能够把人的情感

表达得清楚明白，而且使事物或事理更具形象性。

例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用两个鸟的和鸣来

说明男女的追求与婚配关系。但是事实上雎鸠是很

凶猛的鸟，用黄鸟、鸳鸯来比喻多好呀！其实，关

键不在于鸟是否为凶鸟，而在于和鸣。《诗经》中

有《羔羊》篇，很多情况下用于象征官吏的美德。

比如，孝的美德，羊吃母乳时有“跪乳”的动作；

羊羔特别洁白，给人一种高洁的感觉；羊羔在遇到

情况时会相互呼叫，让人联想到协作、团结的品

德；羊羔面临屠宰时，不会声嘶力竭地嘶叫，有君

子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美德。用羊羔来比喻士

大夫的精神美德，可谓贴切。这些都需要综合分

析，然后才能知道它的象征意象，这些研究实际上

是很有意义的。《诗经》写过很多树木，有的树枝

高高地上扬，它们不可休息，不可依靠，代表着孤

独感，如《唐风·杕杜》。当然，有的树枝是下垂

的，代表着维护、下逮，比如《周南·樛木》这

篇，这两种树枝很明显不一样，诗人看到树枝、藤

蔓，马上引起不一样的感受。这些分析对于我们理

解古人内心情感，理解古人的写作技巧以及指导我

们的文学创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诗人观察得十分

作，而且做得比较好，2005年北大编纂《儒藏》的时

候，《诗经》这一类自然而然地就想到我们，交由

我们承担。《儒藏精华编》的《诗经》类20部重要著

作，是委托山东大学来完成的。这里面包括很多重要

著作，例如陈奂《诗毛氏传疏》、陈启源《毛诗稽古

编》、杨简《慈湖诗传》、苏辙《诗集传》。此前，

这些都没有人整理过，我们也是首次推出整理本。其

中，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很重要，中华书局看到我

们的整理本后，觉得很好，几次约我们按照他们的体

例格式进行重新整理出版，这个工作实际上我们也快

完成了。中华书局推出的《清人十三经注疏》也具有

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可以把清代的重要著作汇总起

来。古籍整理十分关键，因为整理了以后，才能广泛

地传播和利用，这对学术的贡献是相当大的。有的学

者以为书已经够多了，不用进行整理，用影印本就行

了，反正也是第一手资料，这个认识是片面的。学者

使用的范围毕竟是有限的，这些书将来还是要流向大

众的，民众是否能够读懂很重要。不整理的话，可能

只有少数人能够读懂，整理以后可能有更多人能够读

懂，要是再进一步传播的话，还会有很多人都能够读

到，这个效果明显是不一样的。由此可见，古籍整理

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在尼山学堂给学生讲授《诗经》

导读课，今年已经是第七届了，我讲第五届的时候录

过一个慕课，山大将这个课放到微课堂了，我也在尽

量完善教材供大家使用，但是由于工作太忙，还没有

来得及将有些内容写进稿子。

记者：您曾经点校过清人徐鼎的《毛诗名物图

说》。孔子说，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

名”，您觉得《诗经》名物研究在整个诗经研究体

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王承略：《诗经》的名物研究一直是《诗经》

研究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孔子这句话具有指导性

的意义。我们会认为，圣人就说了“多识于鸟兽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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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才能够创造出如此美妙的诗歌，我从中学到

了很多，形成了善于观察的习惯，由此我也能写出

一些诗歌来。

记者：您和刘心明老师主编的《二十五史艺文

经籍志考补萃编》可谓是嘉惠学林，现在正在进行

的续编工作，相比于《萃编》，《续编》在体例和

收录范围等方面有什么新的特点吗？

王承略：《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

是我迄今为止做过的最有意义的工作，它的意义

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一次清理。中国古代

到底有多少书，谁也说不准确，我们只能通过材料

来说话。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是中国古代用史志

目录的方式来体现历朝历代文献数量、著录的一个

很完整的体系。中国古代二十四史，有的有《艺文

志》《经籍志》，没有的部分都由清代人及近现代

人补充上了，把它们合在一起就是一部中国典籍文

化史。如果把这些资料合成一个数据库，就能够回

答中国到底有多少书的问题，也能回答中国古代学

术源流的问题。通过看《艺文志》《经籍志》，我

们能够很明白地看到哪个朝代有什么书，它对于文

史哲、社会科学史、自然科学都有重要意义。做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的时候，我们的

时间下限限定在1949年。1949年以前的部分，我们

有一些书当时在图书馆里还找不到，比如尤侗的

《明史艺文志》，后来《萃编》出版以后，有的学

者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明

史艺文志稿》也在日本找到了。有五六部书都是在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出版之后找到

的。而且，《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只收

单行本，所以续编要把历史书上关于《艺文志》的

考证、补正的重要部分别裁出来。再一个就是1949

年以后现代人的研究成果。这一次我们一个重要收

获就是收录了十四部台湾学者的书，这是台湾学者

关于《艺文志》《经籍志》研究迄今为止最集成的

一次展现，其中有一部大书，是台湾一流的目录学

者刘兆祐先生关于《宋史·艺文志》研究的一部著

作，这在大陆也是第一次出版，刘先生这次专门为

了《续编》增补了50万字进去，达到120万字。我想

《续编》的出版，更进一步完善史志目录的体系，

同时会在各个方面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对

于台湾地区和大陆的学术交流，也会起到很大的推

动作用，这也算意外之喜了。

记者：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有时候会感觉到思

路受阻。您在写作论文的时候有没有思路受阻但之

后又突然灵感迸发的时候呢？您对这种情况有什么

建议？

王承略：一旦受阻，说明前期工作没有做得

非常牢。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把资料搜集完备，并把

资料分析完、分析透，然后制定出一个纲要。这个

纲要要么你写出来，要么在你脑海里形成。实际上

在写作的过程中这个纲要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很明

白，包括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写什么，这个过

程是一气呵成的。我之前跟同学们说，搜集资料要

占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精力，分析资料占到百分之

三十以上，写作连百分之十都用不了。写作受阻说

明你前三项工作没有做好，搜集资料、分析资料和

纲要没准备好。你写作的过程中发现哪一步工作没

做好，回头还要补上。写作过程其实是很短暂的，

就像我写诗一样，就是三五分钟的事，有时候我走

在路上看到路边的景色构思了一首，有时候坐在这

里又构思了一首，写的时候是很快的，跟写论文是

一个道理。灵感转瞬即逝，有时候就忘掉了。所以

一旦有了灵感，不管什么时候，一定要把它记下

来，哪怕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把它记下来，不然

就忘了。我之前对马融追杀郑玄曾有一个很好的解

读，还跟其他人讲过，结果过了两天我忘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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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忘了，这就很可惜。所以有什么灵感，立马记

下，千万不要懒惰。再一个就是现在可以用电脑、

手机做笔记，要学会利用，有什么想法、看到什么

好的观点赶快记下来。在看到别的观点时一定不要

忘记在后边写上参考了谁、什么文章，不然以后再

读到的时候就不知道它的出处何在了。就比如我，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就写上“承略”，如果是参

考别人的话，我就写上“某某先生曰”。这样在写

文章的时候，你就能把别人的观点和自己的观点分

清楚。如果不把自己的和别人的观点严格区分，容

易混在一块，就容易构成抄袭。

记者：文献学知识量很庞大，您觉得应该怎样

做好积累？

王承略：还是先打好基本功，具体来说就是

六个基础课，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

诂，这都是必修的，要掌握这六个学科的基本知识

和基本方法。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就不能很好地入

门。当然，有了这六科的学问，研究历史学和文学

都是好样的，所以它不止是研究文献学的根基。因

此这六个学科非常重要，是一定要下功夫的。这些

课老师上课都有推荐教材，而且教材都好找，所谓

传统的路数都在这里了。我们研究传统文化也好，

研究国学也好，都少不了这些传统的路数。有了这

些就可以研究专书，专题文献学，还可以再研究专

科文献学，还可以再研究文献里面包含的思想，这

就上升为一种国学研究了。平常读书的时候实际上

是要读三种书，一种是读原典，第二种是读大家的

书，如读王国维、梁启超的书，第三种就是读最新

的杂志，看看大家关注的学术前沿是什么，大家都

有什么新方法，尤其是最新的一流杂志，像《中国

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文学评论》《文史哲》

这些。这些每个月都看几次，看大家都在做什么，

关注什么，从中学习写作论文的方法。你看他是

怎么把这个问题展开论述的，怎么能叙述得如此

明白。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模仿，模仿他们的写

作技巧和结构。一般一篇论文就是一个引子，然

后一二三四几大点，最后一个结尾。但是我们有

些同学的论文就是一段到底，那不行。有的一个

一，一个二，没了，这样显得很不美观。起码有个

一二三，有个起承转合。所以在这些方面要向别人

学习。同时要看看别人的参考文献是怎么写的，是

怎么排列的，脚注是怎么处理的，也要学习和模

仿。通过读书，发现问题，是最高明的。当然，带

着问题读书，就你们目前来说，也是可以的。

记者：在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面临的一个很

现实的问题是写毕业论文，我们如何找到适合自己

的方向呢？

王承略：首先写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是有区别

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增进人类的文化

知识，属于文化创造。所以我们要站在一定高度上

来看待这个问题。人类的知识量很大，通过硕博论

文来扩充知识量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全世界的硕

博研究生太多了，是主要的研究力量，当然还有其

他的研究人员在不断地扩充知识，所以要从一个很

高的角度、一个文化创造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研究生要做研究性工作，我们的论文是代表我们的

研究水平的。

那么如何选题？有些选题就是自己喜欢的研

究领域，这是你最大的兴趣也是你最大的动力，你

喜欢它，你会为之付出很多，也不觉得累和辛苦。

比如喜欢甲骨文，看见甲骨文就觉得这些字很漂

亮，很好玩儿；如果你喜欢诸子，看完一部又想看

一部，这就是一种动力；又比如你喜欢研究唐代文

学，你觉得唐诗琅琅上口特别美，这都是兴趣。所

以兴趣很重要，感兴趣是最好的，过程中是最享受

的。但是有时候你会思考你感兴趣的东西有没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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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意义，有没有学术创造价值，这个需要判断。首

先是自我判断，比如看杂志的时候，思考如果把这

个问题放到前沿来，看能得出什么东西。判断不了

的话可以找老师帮助判断，一定不要把导师局限于

你的个人导师，本学科组的老师都是你的老师。所

以也不能只问问导师就算了，也要问问其他老师。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并不是大家都广泛地一

致，这样老师们就可以帮你判断你感兴趣的领域是

否有学术价值。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没有特别喜欢的

领域，都差不多，也不知道哪个前沿哪个不前沿，

弄不明白。这就是我之前说的随缘而定一个题目。

那怎么随缘？比如我们刚好从海外弄来一本书，是

中国大陆没有的品种，我们读了之后觉得这个书很

有意义，有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那就拿去研究

吧。既然大陆没有，就看看对大陆的学术能做哪些

补充和推动，往高处去研究。还有就是，其实老师

心中有很多题目的，他们积攒了好多年，可以问问

老师能不能给个题目，老师自然会给。你要是觉得

做什么都行，做这个自然也可以。比如我心中就有

好多题目要做。老师给的都不是随意的，都是多年

思考的结果，你获得某个题目也是随缘的。还有就

是同学们也会做经常性的探讨，互相学习，互相启

发，也能发现一些题目。还有一种获得的机会，就

是你们经常去听讲座，受到了一些启发。不要小看

讲座，看着一两个小时，其实这些主讲人把他们的

精华都讲出来了。他们都是讲最新的研究心得，所

以与文史哲有关的讲座尽量去听，可以受到很大启

发，会得到一些题目。而且讲座老师也会提到对这

个问题关注的情况，一些前沿和现状的东西，这都

是大家最需要了解的。所以题目的来源也就是这

样，主要是按照自己感兴趣的来，从读书中来，从

项目中来，从老师那里来等等。

*本访谈稿录音整理者为徐慧月、柳春燕、贾慧

童、湛晓悦、王锦阳。                               

（作者均系山东大学研究生） 《栖息》  刘星星（扬州大学）


